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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排污权具备支配性和绝对性的物权规格，加之鲜明的权利个性，符合准物权的权利内核规格；《京都

议定书》确立的排污权有限流通思想、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的步履维艰以及传统环境法体制推陈出新的时代

要求，为排污权的准物权属性定位提供了现实依据；物权的社会化理论与物权法的生态化理论，为排污权的

准物权属性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排污权；准物权属性；法定化

中图分类号：Ｄ　７－４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９２（２０１１）０５－００１９－０６．

＊

Ｏ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Ｑｕａｓｉ－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ｌｉａｎｇ，ＤＵＡＮ　Ｙａｎ－ｈｕａ

（Ｘｉ′ａｎ　Ｕｎｉｖ．ｏｆ　Ａｒｃｈ．＆Ｔｅｃｈ．，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５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ｉｓ　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ｑｕａｓｉ－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ｉｎ　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ｒｅ－
ｂｙ　ｉｔ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ｑｕａｓｉ－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ｓｙｓ－
ｔｅｍ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Ｋｙｏｔｏ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ｔ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ｒｅｎｅｗ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ｑｕａｓｉ－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排污权理论的产生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

反思，形式意义上的排污权概念及其制度模型是

上世纪６０年代末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戴尔斯
（Ｊ．Ｈ．Ｄａｌｅｓ）提出的，并首先在美国《清洁空气

法》及其修正案中得到应用，甚至已被《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所援用。同

时，排污权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环境治理手段

已在很多国家运用于实践并取得成效。我国已

将其引入并开展了试点工作。排污权若要作为

交易标的在市场中顺畅流转，前提是得到法律的

支持，故其脱俗入法便为大势所趋，但目前各国

均未将排污权法定化，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下对其

法律属性进行准确定位，对于指导其如何在我国

法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缺乏法律上

的依据及可资借鉴的先例，学者们对排污权的法

律属性定位各成一家，现今学界有环境权说、用

益物权说、准物权说等几种观点。本文认为排污

权是民事主体基于环保部门的批准，通过颁发排

污许可证而依法享有的对可利用环境容量进行

使用、收益的权利，它具有准物权的法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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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排污权符合准物权的权利内
核规格

　　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开发利用

环境资源的过程，污染物作为“副产品”不可避免

地相伴而来，因此一定限度的排污行为是无法杜

绝的。再者为克服传统环境治理模式的武断性

跟滞后性，我国已将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引入

到环境治理工作中，至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一系列的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这已经折射出了

排污权的客体可为权利主体所支配并进行使用、收

益的现状，并且宣示了国家对该权利的保护态度，

排污权人可对不正当的侵犯行为进行私力或公力

救济，以此排除他人的干涉。可见排污权具备支配

性和绝对性，根据《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对物权所

下的定义：“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

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在民法的视野

里排污权因具备支配性和绝对性已经被视为一种

物权，但又基于《物权法》第五条的物权法定原则，

排污权尚未成长为一项法定权利。

在民法的视野里排污权虽已具备基本的物权

规格，但其本身所承载的环境保护历史使命及其客

体即环境容量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双

重属性，决定了它较之典型物权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本文认为排污权应归属于准物权体系。

准物权所涉及的对象为自然资源乃至自然环

境。它不是属性相同的单一权利的称谓，而是一组

性质有别的权利总称。按照通说，它由矿业权、取

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等组成［１］８。准物权制度已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开始了立法实践，核心的准物权

类型已上升到法定权利的层面，《物权法》已将几类

核心的准物权规定在用益物权之中。

准物权较典型物权具有以下特殊性：准物权

主要针对公共物品设立，而传统物权往往针对非

公共物品；有些准物权客体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

特定性；大部分准物权的权利构成具有复合性；

权利内容及物权效力呈现出特殊性；准物权是一

种具有公权色彩的私权利；权利的取得大多需要

行政特许等。反观排污权也具备较为鲜明的物权

个性：排污权针对具有公共性的环境资源而设立；

权利客体即环境容量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特定性；

权利内容及物权效力呈现出特殊性；环保部门的行

政许可赋予其公权性质，作为交易的标的本身又洋

溢着私权性质等。由此可见，具有物权基因的排污

权又有其鲜明个性，使之无法被包含在典型物权

中，在物权体系中应归属于准物权。

　　二、排污权准物权属性定位的现
实依据

１．履行《京都议定书》的义务

为应对环境问题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

展的这一世界难题，国际社会作出了巨大努力。

１９９７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缔约国通过了《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后者旨在

遏制全球的气候变暖，在减排途径上创设了清洁

发展、联合履约和排放贸易三种机制［２］。这三种

机制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稀缺环境资源市场

化配置规则基础之上，其核心思想为实现排污权的

有限流通。随着排污权登上了世界环保法制的舞

台，各缔约国也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按照《京都

议定书》的要求将排污权制度国内法化。

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在履行《京都议定书》

上至今仍存有法律障碍。其核心问题在于我国

目前的环境资源配置主要以行政许可手段为基

础，而在大陆法系现有的行政法律框架下，私法

主体间的行政许可证交易是被严格禁止的，因此
《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排污权有限流通的市场

机制在我国无法运行［３］。这也体现了我国环境

法公法化调整机制与环境问题私法化解决需求

间的现实矛盾，而归属于民法物权体系中的准物

权制度便能很好地调和这一矛盾，即将排污权作

为准物权的种权利予以法定化，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排污权法律制度。

准物权虽归属于私权体系，但其旨在规范自

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行为，强化权利的义务性，将

国家的环境监管与私人的资源用益联接起来，督

促权利主体以友好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力

求经济活动对环境的低损害化，以权利的方式解

决环境问题。故准物权制度是沟通环境法与物

权法甚至整个民事法律制度的纽带，因其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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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为自然资源乃至自然环境，有学者将准物权

迳直理解为经过行政特许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的权利［４］１０。而排污权的客体环境容量即为一种

稀缺环境资源，理应得到准物权制度的关注。

我国欲落实《京都议定书》中关于运用市场

化的手段配置稀缺环境资源的理论构想，实现排

污权的顺畅流转，就需要进行环境资源物权化的

制度设计并与传统民法的权利移转规则相关联，

以克服环境法公法化调整机制的僵硬性。故将

排污权定性为准物权的种权利并予以法定化便

显得势在必行，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京都议定

书》中有关排污权交易的规定，也是我们构建中

国特色的排污权法律制度的契机。

２．推进排污权交易的保障

自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我国排污

权交易的实践一直处于试点工作的层面。政府在

其中扮演着牵线搭桥的角色，这使得排污权交易本

该具有的市场化特点黯然失色，排污权交易的推进

工作未见明显起色。究其原因，是因为排污权的法

律地位未得以确立，阻碍了排污权交易的进程。

排污权交易是以市场化机制手段引入到环境

治理中的，市场以平等的交易主体为特征，而平等

主体间的交易活动属于民事法律的规范领域。我

国民事权利体系中有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

四类属权利，排污权交易作为权利的转让，应归入

到债权制度中受其调整。契约的签订要以静态的

物权关系确定为前提［５］４，且排除明显不符的知识

产权及人身权，作为交易标的的排污权理应纳入物

权制度受其规范。因此对排污权进行科学的物权

制度设计，是这种市场化的环境治理手段在我国顺

利推进的有力保障，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权利的转让或让与首先要适用相应特

别法的特别规定，无规定时要适用《合同法》关于

买卖合同的规定［６］３８３。遍历我国现行法，没有关

于排污权交易的特别法，那么参照上述法律适用

规则，理应适用《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

依《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

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

付价款的合同。”而作为排污权交易标的物的环

境容量，因国家对其享有所有权，排污权主体无

权处分该标的物，处分的仅为排污权本身，《合同

法》无法涵盖。故排污权交易在《合同法》上难以

找到法律依据，需要另设特别法予以规范，即需

要构建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我国排污权交

易制度的构建，着眼点不是交易平台的设计，而

是交易前提的确立［７］。即权利人可资交易的排

污权要在法律中有其应有地位。如前文分析，作

为交易标的排污权具备基本的物权规格，理应归

属在物权体系中，对其进行科学的物权制度设

计，是构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前提，更是推进排

污权交易的保障。

其次，我国债权制度奉行意思自治原则，要

构建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也要体现这一原则，这是

市场机制运行的要求。同时应注意到该制度毕

竟是作为环境治理手段引入的，鉴于市场有其自

发性及盲目性等缺陷，需融入政府的宏观调控予

以矫治，但过多的行政干预又会导致市场优化配

置资源的效率大打折扣。如何将政府的环境管

制与市场的意思自治相协调，是制度构建的关

键。作为排污权客体的环境容量，有经济价值与

生态价值的双重属性，市场的自由流转很难考虑

到它的生态属性，仅靠交易双方的意思自治难以

保证其生态价值得到落实，而欲发挥市场优化配

置资源的优势又不可过多行政干预，所以从交易

标的入手以实现生态保护义务不失为一种良策。

准物权制度恰恰顺应了这种思路：将排污权法定

为一种准物权，既可明晰排污权在我国的法律地

位，为排污权交易提供法律上的依据，解决“无米

之炊”的尴尬现状，实现环境容量的经济价值；又

可关注到环境容量的生态价值，将生态保护性义

务蕴涵在权利之中。

３．完善环境法体制的需要

面对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传统环境法体制

渐显力不从心，适时地反省及恰当地调整将是该

朝阳部门法的活力所在，而将排污权定性为准物

权并予以法定化，可为亟待完善的环境法体制注

入新鲜血液。

（１）为环境法立法理念的转变奠定基础。传

统环境法偏重于污染结果产生后的控制模式，其

立法理念是“末端控制”［８］３１６。这种理念对污染的

控制确实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也有

其先天弊端：其一，“末端治理”立法理念孕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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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排放后才控制”、“污染产生后才治理”和
“达标排放即合法”等不当观念，难以贯彻环境法

预防为主的原则，也无法充分调动排污者的减排积

极性［９］２６５。其二，“末端治理”立法理念造成了环境

法重责任轻权利的失衡制度架构，偏重于对引起环

境问题的环境侵权责任进行追究，而忽视了法律重

要的权利性指引作用，与社会法本质不符。

排污权的准物权制度设计则突破了这一理

念：其一，通过启动私法机制将价值机理蕴涵在

排污权中，使其直接与排污者的经济利益挂钩，

以经济刺激的方式调动排污者内在的减排主动

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污染得到源头控制，

达到预防环境问题的目的，体现“源头及全过程”

的立法理念。其二，明确排污权的准物权属性，

尊重排污权人的意思自治，通过市场的价值规律

与供求关系作用，使排污权的经济价值得到优化

配置，达到以最小的环境代价获取最大程度的经

济发展，从权利的角度而非责任的思维来解决环

境问题，以此实现法律的权利性指引作用。

（２）为环境法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平台。我

国环境法以公法化的调整机制为特征，具体表现

为过分地依赖行政强制手段。当然该特征具有

其历史背景：由于环境资源本身囿于传统物权法

理论的桎梏无法纳入私法的管护，导致了“公地

悲剧”的屡次上演，为协调基于环境资源产生的

多元利益冲突以及限制社会公益的损失，必须由

政府作为公益的代表进行有效的组织与管理［１０］。

但从实施效果来看，环境法这种公法化调整机制

有其明显不足：其一，公法化调整机制带有武断

性，以政府的绝对权威及相对人的无条件服从来

运作，常伴随着对相对人的利益限制甚至剥夺。

因此这种公法化的调整机制缺乏长期运行的社

会认同感，无法唤起相对人内在的环保观念，甚

至还会引起其逆反心理，致使行为情绪化，破坏

环境法治。其二，公法化调整机制具有滞后性，

多用于环境问题发生后的应急举措及责任追究，

其着眼点在于治标而非固本，无法从根本上控制

环境问题增多态势。

为应对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环境法的这种公

法化调整机制亟需得到调整，将私法为基础的环境

资源配置机制作为补充，整合环境法与民法的环保

机能，应算得上一种“标本兼治”的环境治理思路。

排污权的准物权制度设计正是对这种思路

的落实。其一，引入私法为基础的环境资源配置

机制，以置换环境法单纯僵硬武断的行政强制手

段，通过市场化的制度设计并充分尊重当事人意

思自治的原则，形成一种利益驱动机制，利用排

污者趋利避害的本性来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矛盾。其二，通过现代物权理论将排污权作

为一种准物权纳入到私法领域管制，既可填补法

律对环境资源长期的调整真空，又可通过经济刺

激手段达到从源头预防环境问题的效果，以此弥

补环境法公法化调整机制的滞后性。因此，将排

污权定位为准物权的亚类型并予以法定化，可为

环境法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现实的制度平台。

　　三、排污权准物权属性定位的理
论依据

　　物权法是大陆法系民法中使用的概念，它浸

染了该法系极高的逻辑系统特性，即需从预设的

物权法规则或原则中寻找对具体问题评判的依

据，我国《物权法》受大陆法系影响深远，亦具此

特性。物权法的这种特质确有其稳定性价值，但

同时也是其固步自封的软肋。现代社会的日新

月异使得这种演绎性思维模式始见疲态，大量新

生物权性权利特别是环境资源类权利囿于传统

物权理论的“桎梏”面临着不可脱俗入法的困境。

有鉴于此，一些民法学者与环境法学者开始了对

传统物权理论的反思与修正之路，物权的社会化

与物权法的生态化二理论遂告形成，这为排污权

在我国的准物权制度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

应了霍姆斯大法官的一句格言：法律的生命不在

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１．物权的社会化理论

近代物权法以个人利己心的创造力及自然

法理论为前提，将“所有权绝对”原则奉为金科玉

律，有其历史背景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

一，过分关注个人利益，导致对社会利益的漠视，

容易引发二者冲突。其二，赋予所有权人完全的

支配权，容易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及资源配置的低

效。其三，所有权人对其财产的绝对优势会形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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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社会关系，易酿成社会问题。现代物权法及

时修正这一原则，形成了物权的社会化理论。

所谓物权的社会化是指物权从传统的排他

的不受干涉、不受限制、完全由个人支配的权利

转变为负有一定义务、受到社会公益限制并由国

家法律进行干预的强调社会利用的权利，主要体

现为所有权的社会化及他物权的优位化［１１］。

（１）所有权的社会化。鉴于“所有权绝对”原则

与现代社会出现脱节，１９世纪末，德国法学家耶林

首倡“社会性的所有权”思想，同时代的另一位德国

学者基尔克则发展了“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由此

推起了所有权社会化的思潮。该思想根植于社会

本位，明确所有权本身含有义务，所有权的行使不

仅是谋求个人利益，同时要兼顾社会利益，因其富

有时代气息渐被各国或地区的立法所采纳。

所有权的社会化是物权社会化的核心，其着

力点在于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符合环境保护

的时代要求，这也与准物权制度的基调一致，将排

污权进行准物权制度设计，直观层面是对个人利益

的维护，同时以间接方式即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表达

对社会利益的关注。所有权的社会化以将义务蕴

涵于权利之中的设置机理，为排污权纳入环保义务

提供科学思路，更重要的是通过催生出物权法以及

环境法等有关准物权的法律规范，为排污权的准物

权制度设计提供制度素材。由此可见，所有权的社

会化为排污权的准物权属性定位并进行准物权制

度设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２）他物权的优位化。由于奉行“所有权绝

对”原则，传统物权法偏重于所有权人的利益，重

在维护静态的物权关系，即“以所有为中心”。但

所有权人并非总是最佳的利用其物之人，经常将

其所有物的利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移转给他物权

人以此获得对价或取得信用，来使两者各取所

需、各得其所［１２］。现代社会建立在市场经济之

上，物的这种价值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且

他物权设立在所有物上，本身也是对所有权的限

制。与所有权的社会化思潮相一致，法律愈加重

视他物权人利益的保障，出现了所有权的虚有化

及他物权的优位化倾向，物权法也开始了由“以

所有为中心”到“以利用为中心”的演进趋势。

他物权的优位化，为环境资源类权利脱俗入

法，进入物权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物权法从
“以所有为中心”到“以利用为中心”的转变，在准

物权制度上体现为权利的设置目的重在环境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而非其归属的界定［１３］２。反观排

污权，因其客体环境容量为一种稀缺性环境资

源，为防止“公地悲剧”的发生及有限的环境容量

得到公正且有效的配置，对排污权进行准物权制

度设计便显得尤为必要。国家享有环境容量的

所有权，却并不能直接行使，而在此基础上通过

行政许可，派生出一种他物权即排污权为排污权

人所享，以此达到该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化地

实现其价值功能。可见他物权的优位化为排污

权的准物权属性定位并进行准物权制度的设计，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３．物权法生态化理论

物权法是明确资源归属及调整资源利用的

规则，故其制度的安排及实施都会对环境资源产

生直接影响。环境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及生态价

值的双重属性，由于时代原因传统物权法只慕其

经济价值，生态价值被长期忽视，这成为近现代

社会环境问题产生并加剧的制度原因之一，于是

拟对其生态价值予以保护的环境法应运而生。

但环境资源的双重属性在理论上分类可以成立，

在现实中却是不可分割的，环境法欲实现它的历

史使命，必须有赖于两个前提：其一，环境资源的双

重属性应得到物权法的肯认，并重视其生态价值的

保护。其二，为避免与物权立法的脱节，环境法要

建立起与物权法乃至民法的沟通协调机制［１４］。基

于这种思路，物权法的生态化理论破土而出。

所谓物权法的生态化是指整合物的经济价

值与生态价值，并将环保义务纳入物的概念之中

的过程，除对现有物权制度的调整外，还有物权

客体的生态化及建立生态性物权等内容［１５］２６５。

对现有物权制度的调整体现在对物权的行使予

以生态考量的限制，实则为上文所提及的物权社

会化的内容，故这里仅从物权客体的生态化及生

态性物权的构建两方面内容进行分析。

（１）物权客体的生态化。传统物权法曾将环

境资源排除于物权客体之外，法律上的调整真空

致使“公地悲剧”屡次上演，随着环境资源的稀缺

性愈发明显，物权法逐渐将其纳入物权客体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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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但仅限于经济形态的环境资源。虽然后来出

现的环境法以保护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为己任，

意在弥补这一制度漏洞，但割裂环境资源的经济

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做法，却为物权的私人支配性

与环境资源的公益性之间的矛盾埋下伏笔，环境

问题的制度根源仍未得到解决。要想实现环境

的生态价值，必须以实现环境生态价值的物权化

为基础。因此，现代物权法要整合环境资源的经

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并将其纳入到物权客体之中，

即实现物权客体的生态化。

物权客体的生态化为排污权的准物权属性

定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排污权的客体环

境容量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固然有其经济价值的

属性，但作为环境的自净能力表现出来的大多还

是它的生态价值。物权法整合环境容量的经济

价值与生态价值，将其纳入到准物权客体之中，

确认建基于该客体之上的排污权，不仅可避免法

律的调整真空而引发“公地悲剧”，而且将环境容

量的生态价值内化于排污主体的成本核算中去，

以此将环保义务蕴涵于排污权之中，以私法规范

引导排污权人，在追求环境容量的经济价值同

时，实现环境容量的生态价值。

（２）生态性物权的构建。物权法乃至民法不

可能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正是因为有这种制度

盲区才会出现环境法这一部门法。而当下物权

法乃至民法的个人利益本位与环境法的社会利

益本位之间却存有客观的价值冲突，前者追求个

人意思自治后者却重在社会公平正义。“环境问

题对物权法的挑战缘于环境资源的经济与生态

双重价值引起的法律上的自由与公平的冲突，如

果不能发现价值冲突的原因，找到协调与平衡价

值冲突的路径，难以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必须

在对传统民法的经济理性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

上纳入生态理性，为克服经济理性的不足而进行

生态理性选择”［１６］。循此思路，在整合环境资源

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基础上构建生态性物

权，是物权法与环境法进行的沟通协调，也是物

权法对环境问题作出的理性回应。

将排污权定性为准物权的亚类型并进行准

物权制度的设计，即是一项生态性物权的构建。

其一，平衡协调环境容量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

值，并将后者以经济化处理方式纳入排污权的客

体之中，为环境容量生态价值的实现创设经济激

励机制，实则将环保义务蕴入了权利之中。其

二，建立物权法与环境法的沟通协调机制，弥补

物权法长期的环保制度漏洞与环境法公法化的

调整机制缺陷，在环境资源保护与环境问题治理

中，二者可取长补短，双管齐下。

综上所述，排污权符合准物权的权利内核规

格，并且具备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落地生根的现实

土壤与理论养分，对其进行准物权属性的定位并

进行准物权制度的设计具有充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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